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

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

梅丽（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Ｖａｌｍｉｓａ）著　 邝隽文译

　 　 内容提要：研究早期中国哲学的学者均普遍认为，缺乏作者和思想学

派的资料，对以哲学为本的研究非常不利。就着这个观点，本文提出异议：

汉学研究所提供的文献、文学、语言、历史的知识，可融贯于早期中国哲学

的研究，并产生良好的影响。

蒋韬在 ２０１６年提出了“汉学挑战”的论述。就此，本文论证，汉学正好

提供一个机会，结合不同的研究方法及角度，从而更有效地处理具体的哲

学议题。我以自己对“命”的研究为例，解释如何以多个文本为基础，梳理

哲学问题，做“没有作者的哲学”，并显示：融贯汉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方

法、知识、研究工具，不仅无损哲学研究，更为其注入新气象。

我采取了“后学科”的研究角度：受到前学科文化（例如早期中国文

化）的启发，“后学科”的角度在提问时，往往从整体出发，不囿于各个学科

的既定模式和分类；并开辟新路向，容纳创意，追寻意义，以产生可行的新

联系。

关键词：早期中国哲学，汉学挑战，后学科方法论，作者问题，命，《唐

虞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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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在我所属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午餐座谈会以及香港中

文大学举办的一个国际中国哲学会议中报告过。谨向对本文提出过问题与意见的各位与

会者致谢。特别感激帮我看过本文的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和 Ａｌｂｅｒｔ Ｇａｌｖａｎｙ，他们
的意见大大提高了本文的品质。我亦特别感谢蒋韬，我们私底下交流甚多，他认真地思考

我在文中提出的想法与挑战，并且积极地回应。他的意见与回应对本文有极大帮助，因为

它们代表着一种回应本文的可能方式，也指出了一些我的方法论可能会遇到的新问题与弱

点。同时，我也很感谢本刊的匿名评审。最后要感谢 ＩＫＧ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ｏｒｔｉｕｍ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人文学科研究国际联会）的支持，让我可顺利完成审订本文的中
文翻译。

梅丽（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Ｖａｌｍｉｓａ），美国葛底斯堡学院（Ｇｅｔｔｙｓｂｕｒ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哲学系助理教授
（电邮：ｍｖａｌｍｉｓａ＠ ｇｅｔｔｙｓｂｕｒｇ． ｅｄｕ）；邝隽文，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生（电邮：ｇｍａｎｋｗｏｎｇ＠
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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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学挑战

在 ２０１６ 年的一篇论文中，罗格斯大学（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专研

中国宗教与哲学的蒋韬教授，把汉学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常规所发出

的挑战，描绘成一幅十分有力的图像：“汉学挑战”①。过去几十年，至

少对于那些在欧美机构做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个挑战时常出现。而

汉语学界里，也难说完全不见这个挑战的身影。蒋韬的论文揭示了

中国哲学界里各种隐而不宣的立场、预设、信念、方法与情绪，并仔细

地把它们勾勒出来。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多中国哲学学者，道出了这

些人究竟如何理解自身的研究领域、何以他们会认为这个领域受到

了汉学的研究成果所威胁，以及何以他们会希望透过用非汉学的方

式定义中国哲学，去保护这个领域。我对蒋韬论文的回应，绝对不是

一种对其个人的回应。我认为他的想法代表了近年理解中国哲学的

一种普遍趋势。在过往八年多的时间里，我在美国、欧洲、台湾与中

国，都见证了这个趋势。我要回应的，正是这个趋势②。

大部分读者，都会对西方哲学向中国哲学所发出的挑战更为熟

悉。这或可称为“西方哲学挑战”。关于这个挑战，学界已有很多辩

论，我不会在此多作评论③。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那个久远且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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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ａｏ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Ｚｈｕ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Ｄａｏ牶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５．１ （２０１６）：３５ ５５．

当然，这个趋势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本文并不是要把蒋韬的观点变成一个所

有中国哲学学者都要接受的普遍观点；可是，蒋韬确实提出了几个重要议题，把一些我们通

常没有察觉，也没有批判反省的普遍预设勾勒了出来。我相信，这足以把他的观点当作一

个代表以作进一步的讨论。

戴卡琳（Ｃａｒｉｎｅ Ｄｅｆｏｏｒｔ）就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辩论，于 ２００１ 年发表了一篇影响深
远的文章：“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ｕｃｈ ａ Ｔｈｉｎｇ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５１．３：３９３ ４１３）；还有 ２００６ 年的 “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Ｎａｍｅ？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ｅｉｎ Ｒａｕ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５６．４：６２５ ６６０）。２００５
年，Ａｎｎｅ Ｃｈｅｎｇ为学术期刊 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安排了一个关于中国哲学合法
性的专题：Ｙ ａｔｉｌ ｕｎ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Ｕｎ éｔａｔ ｄｅ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Ｅｘｔｒêｍｅ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 ２７）。很多中国哲学学者都曾参与过这场辩论。作为不同立场的一个总览，可参
考 Ｊｏｈｎ Ｍａｋｅｈａｍ，“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Ｔｗｏ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ｍｅ Ｉｓｓｕｅ ５１ ［２０１２］：８９ １０４），特别是页 ９２ ９４。如 Ｍａｋｅｈａｍ所（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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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息的辩论：中国哲学能否被证成；反而，我关心的是，汉学与中国哲

学这对有着几近相同的研究文献（尤其当它们研究的是早期中国时）

的姊妹学科，它们复杂的互动。④

在蒋韬以“汉学挑战”这个概念去把握汉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张

力之前，其他学者也曾公开地讨论过这个问题。例如，刘笑敢提出过

诠释文本的“两种定向”，一种是历史而文本的，另一种是创造且哲学

的④。至于信广来的儒家研究计划，他称之为“多阶段式进路”⑤。此

进路先由历史与训诂学所主导，始于对早期文献的仔细阅读，继之以

创造性与哲学性的重构工作———重构出一个能与当代哲学家对话的

哲学体系。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文集里，Ｒｏｎｎｉｅ

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 也主张一种多阶段式的研究方法，当中包括了一个置文本

于其自身脉络并专注于其自身特性（如结构、多重作者和编者形塑）

的预备阶段，以及之后的哲学诠释阶段⑥。在同一本论文集里，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亦说哲学家倾向漠视文本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使他们

无法阐明早期中国独特的哲学思维⑦。

即使在近年学界，汉学与中国哲学纠结的关系不乏讨论，但我认

为蒋韬以“汉学挑战”这个讲法去勾勒这问题，特别深刻。因为这个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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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④

⑤

⑥

⑦

（接上页注）指，在 ２００５和 ２００６年，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学刊有三次专题主力发表
一些与中国哲学合法性有关的中文论文的英译，当中有葛兆光、陈来、陈少明和魏长宝的文

章（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３７． １ ［２００５］ ３７． ３［２００６］）。最近，Ｂｒｙａｎ Ｖａｎ Ｎｏｒｄｅｎ发
表了一本书名为 Ｔａｋ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牶 Ａ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刘笑敢：《挣扎游走于两种定向之间》，《中国哲学与文化》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页 １０８—
１３２。

Ｓｈｕｎ Ｋｗｏｎｇｌｏｉ，“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ｒＨｏｏｎ Ｔａｎ （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２０１６），ｐ．６５．信广来已出版了他计划的第一册书，
名为 Ｍｅｎｃｉｕ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第二册 Ｚｈｕ Ｘｉ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ｒ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书名
暂拟）已在修订当中；最后一册 Ｆｒｏｍ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书名暂拟）预期在 ２０１８ 年
出版。

Ｒｏｎｎｉｅ Ｌｉｔｔｌｅｊｏｈｎ，“Ｏｎ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Ｌｅｔ ａ Ｔｅｘｔ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 Ｉｔｓｅｌ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７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ｉｌｏｓ，ｏｒ Ｗｈａｔ Ｉ Ｗｉｓｈ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Ｋｎｅｗ ａｂｏｕｔ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ｐ．９１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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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法揭示了在中国哲学界里一些普遍而不彰的共同情绪。首先，这

个挑战是单向的：当中国哲学学者感到自己受汉学界的蔑视与威胁

时，相对应的情绪挑动并没有以另一种方向出现。汉学被描绘成一

个难以明状的权威与批评的源头，而中国哲学必须予以回应。要求

回应正是“汉学挑战”这讲法的第二个含意。在理论的擂台上，一个

挑战即是一个邀请，邀请你的对手提出足够的理据去证明自身的合

法性、周全和可持续性。而现在正被汉学质疑的，便是中国哲学这个

研究领域。基于这些考虑，蒋韬的论文正视了“汉学挑战”里一个最

主要的威胁———作者身份问题。在我看来，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地

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方法论上的回应。大部分与蒋韬有同样情绪的

学者，都只是在他们的研究中默许着这个方法论上的立场。

蒋韬主要的讲法是汉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有着不同的学术

目标，学界里的规范也随之而不同”⑧。这个宣称是他整个论证的基

础：尽管汉学界对于早期中国文本的多重作者与组合性有所共识，中

国哲学学者仍在普遍认可的情况下预设早期中国文本均由一位哲学

家独立写成，并在此预设下继续他们的研究。汉学可以消解单一作

者（傅柯意义下的作者，即一种文本的功能），哲学性诠释却以之为基

础。哲学研究的目标便是要研究那些由单一意向而成、一致且融贯、

具有系统性的作品。失去了单一作者，哲学研究的目标，也不复存

在⑨。因此，纵使中国哲学学者应广泛学习其研究对象所出现于的各

种历史、社会政治、文献、宗教、思想、物质以及其他脉络，但同时他们

也应撇开这些资讯，以继续其中国哲学研究瑏瑠。如蒋韬所说，要产生

出有意义且融贯的哲学分析，继续预设文本背后的单一作者意向是

唯一的方法。按他自己的话，“当代的哲学分析并没有哲学地
獉獉獉

接纳文

本的多重作者性（也不确定这如何能够做到）”瑏瑡。

有趣的是，蒋韬的论文一直强调自己十分尊重汉学研究的方法

与成果（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文献与文本研究学者等人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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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瑏瑠
瑏瑡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３６．
同前注，页 ４０—４９。
蒋韬整篇论文都一直强调汉学研究的价值，例见页 ４７、４９、５３。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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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法与成果）。但这份尊重似乎只偶然地建基于汉学研究的

封闭与孤立瑏瑢。他认为，唯有当汉学独立成科而不越哲学的雷池半步

时，其研究成果的意义才能被理解。汉学的研究成果应该囿限于外

国语言系、外国文学系或其他地域研究系，它不应损害中国哲学的研

究，不应改进它，也不应影响它的研究方法与发展。汉学可以提出各

种非正统的、引起反感与不安的想法，前提是这些想法能够被控制在

一定的范围内，没有溢出自身的领域。

本文将提出另一种策略，以说明中国哲学应如何面对和处理汉

学的研究成果。与其封闭和限制汉学研究成果的影响，我建议善用

它们，把它们结合在我们对早期中国文本的哲学研究当中。我们应

该容许它们改变与改进我们理解文本的方式，甚至转化整个中国哲

学研究。

二、作者问题

我们有什么理由在汉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下一条必然的界线，

让汉学的研究成果远离哲学呢？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 ２０ 世纪初是

非常反哲学的。当时汉学正由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如胡适所领军。

这场运动的领袖推崇西方的科学文明，并认为中国文明与之对立。

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他们采取了一种实用、历史与语文的进路，实

证主义的精神十分强烈。这种立场对之后的西方汉学研究，影响极

巨瑏瑣。即使后来很多汉学家均已放弃了这种极端的实证主义，西方

汉学家仍然鄙视哲学分析，视之为一些不严谨、研究方法欠恰当的

研究。在我看来，中国哲学学者对汉学的拒斥，必须部分地理解为

一种防卫反应，以回应 ２０ 世纪初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学科中的边

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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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瑏瑣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７．
ＹｉｕＭｉｎｇ Ｆｕｎｇ，“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２３１。２０ 世纪
初，实用主义由胡适这名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的学生引入到中国。关于它为思想史研究所带
来的科学与分析方法，以及它如何影响了中国哲学这门现代学科的建立，可见 ＷｉｎｇＴｓｉｔ
Ｃｈａｎ，“Ｈｕ Ｓｈｉ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 ６．１ （１９５６）：３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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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韬提出了另一些论证，去说明何以我们应该保持敬意地漠视

与限制汉学。第一，这与“西方哲学挑战”相关。就西方的哲学标准

来说，汉学会使中国哲学不够哲学；结果，中国哲学便会在西方的学

术机构中被边缘化，甚至被视为不正当而受到拒斥瑏瑤。第二，由于 ２０

世纪初已确立了汉学和中国哲学乃两门独立的学问，汉学和中国哲

学便有着不同的关注、目标与研究方法上的标准。两者互不相干也

是顺理成章的事瑏瑥。第三，也是对蒋韬来说最根本的理由：汉学动摇

了作者的地位，而哲学则不能失去作者瑏瑦。这个作者不一定是指历史

中的作者（虽然有时的确如此），也可以是指那个带有文本意向的傅

柯式文本作者功能：那个在文本的接收历程中，认定某人为某文本之

作者。对蒋韬来说，不论是哪一种作者，哲学研究都需要作者。他认

为，汉学取消了作者，也因而取消了哲学讨论的可能。因此，汉学家

置文本于其历史脉络之中，会危害了整个哲学事业瑏瑧。

蒋韬希望把作者放在整个哲学事业的中心，而他用了不同方式

去显示作者一直以来在中国哲学研究中的连结，例如：傅柯的“作

者—功能”说；Ｍａｒｋ Ｌｅｗｉｓ 关于“子”从文本中创造出来而非“子”创

造文本的讨论；以屈原为第一作者，对《离骚》的传记式诠释，其广为

人知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哲学学者与传统注释者之间的相似性：

“为了向他们的受众展示文本里的思想尚能回应当前的时代，他们同

样视文本为一个自足的整体。”瑏瑨总之，蒋韬说明了作者在中国自古以

来的注释活动中，都扮演着十分根本的角色。

众所周知，传记式与意向性诠释一直是中国的注释及哲学传统

的核心。除了屈原与《离骚》的连结之外，我们不能忽略其他思想

史上的里程碑，例如是汉朝认定经书为孔子所著，以及自《诗·大

序》以降中国诗歌的传统；透过作者去理解文本，慢慢成为了一种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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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３９．
同前注，页 ３６—３７。
要注意的是，汉学对作者地位（“作者地位”是蒋韬观点的大前提）的动摇，只是一

个近来的现象，它只是过去十年甚至更短时间内发生的事。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ｐ．４３ ４４．

同前注，页 ５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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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传统瑏瑩。而且，２０ 世纪初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创立也继承了这

种以作者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哲学研究也是围绕着作者、诸子和圣

人的。Ｊｏｈｎ Ｍａｋｅｈａｍ 在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ｉｓｅ 一书中便指出，

“哲学”这个最终取代了其他早期术语而用作称呼中国哲学这门新学

科的词，是“希哲学”的简称；而“希哲学”一词则来自宋儒周敦颐“希

哲”之概念，意指仿效哲人瑐瑠。如此一来，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本身，便

意味着透过阅读那些作为文化遗产流传下来的文本，向古圣先贤学

习瑐瑡。从古时的注释者，到 ２０ 世纪初中国哲学这门学科的初建，再到

今天的中国哲学界，对圣人权威与作者地位的重视一直没有改变过。

那些支持哲学诠释不能失去作者的论证背后，有几个直接的预

设。第一，为了有意义与融贯的哲学分析，我们需要一种完整的文

本。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书”这个概念。如是，为了对《孟子》某章节

作出有意义的哲学分析，我们需要预设《孟子》整本书内在地一致融

贯，并对之有所理解。第二，我们需要说明文本何以能被视为一种完

整的文本，它的内在一致性与融贯从何而来。这个源头便一定是作
獉

者
獉
（即使这可以是一种创作，一种在文本的接收历程之中，配予文本

的功能性作者）。如是，为了对《孟子》这一本书作出有意义与融贯的

分析，我们需要相信它是由孟子这位作者单独写成的，尽管这个孟子

只是指“文本的作者”。简言之，这种想法是：作者是唯一的基础，能

够说明何以对书作出哲学诠释是合理与有价值的。

作者使得以下这种诠释文本的方式得以可能：把文本视为一本

由单一作者写成的书，然后再对这本书给予一种意向性、一致、融贯

和系统性的诠释；而这种方式又特别促进了哲学诠释瑐瑢。因此，蒋韬

宣称：“如果中国哲学学者无法再把他们的哲学计划建立在汉学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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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瑐瑢

关于后者，见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２００６）。

众所周知，“哲学”一词由日本哲学家西周（１８２９—１８９７）发明，他同时把西方哲学
引入日本。在其《百一新论》（１８７３），他把“希哲学”一名改为“哲学”。

Ｊｏｈｎ Ｍａｋｅｈａｍ， 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Ｗｉｓｅ牶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ｓ 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４．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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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作者的论述，那么他们便需要另一种关于作者身份的哲学模式，作

为他们哲学地思考文本的根据。”瑐瑣

对我来说，这个宣称似乎不必要地保守。我们身处的环境已经

跟古代注释者所身处的环境大为不同。２０ 世纪初，中国哲学这门学

科刚建立起来时的情况也跟现在的很不一样。我们不需要重复一样

的模式，用一样的方法，使用一样的分类系统；我们也不需要受一样

的标准和思考范畴所规限。中国哲学这门学科是围绕着作者而建立

的，这确是历史事实，但并不代表我们必须继续把作者置于整个哲学

事业的中心。同样地，只有一部分早期中国文本，包括子类和那些如

《周易》的经类，被归类为哲学。这个历史事实也不会拒斥我们哲学

地阅读其他尚存的文本纪录。似乎，现时正适合重新审视中国哲学

这门学科的构造，并反省一直以来这门学科对各种前设、知识以及研

究方法，有何促进或妨碍之处瑐瑤。

有一个简单的理由，使我们能够把汉学研究提供的知识与分析工具，

融入早期中国文本的哲学分析之中，那便是我们无需诉诸书与作者，也可

以产生有效和有意义的哲学分析。我认为，摆脱作者与书，不单无损中国

哲学研究的哲学深度与有效性，反而是重新激活中国哲学研究的契机。

三、诠释问题

可是，蒋韬的关注仍是合理的：失去了作者与书，我们便失去了

一个确切的脉络去维持对某些个别段落的理解。这种脉络性限制的

缺失，会为各种不当与误导性的诠释开路瑐瑥。换句话说，问题是在失

去了作者提供的脉络确定性（不管这个脉络有多虚幻）之后，我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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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瑐瑥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６．
中国哲学绝不是唯一一个建基于“作者”之观念并以排斥“非哲学”来自我建立的

哲学传统。由知识分类而来的研究，通常是偏颇而任意的。西方哲学在历史上也曾拒斥如

希腊悲剧这些被归为“文学”的文本。关于此，则必须提到Ｍａｒｔｈａ Ｎｕｓｓｂａｕｍ的著作，因为她
的研究正好是这个传统观念的反例：她对古西方哲学史的分析，引入了这些长久以来被视

为“非哲学”的文本。见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牶 Ｌｕｃｋ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ｓ ｉｎ Ｇｒｅｅｋ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ｐ．４７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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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能有效地诠释文本。

我们或许都同意，任何形式的诠释都需要脉络。哲学分析尤其需

要某种脉络去诠释某段落、概念和思想。当一切脉络都不在时，文字既

可以有任何意义，也可以完全没有意义。话虽如此，我仍主张中国哲学

研究所需的脉络性限制———或者用傅柯的术语，“意义衍生中的节约原

则”瑐瑦———无须是作者和书。如此一来，早期文化哲学家所需的不是

“一个另类的、哲学性的作者模样”，而是学习在没有作者的情况下，

哲学地思考文本瑐瑧，为他们的研究材料，寻找一种新的哲学诠释方法。

文献研究的学者坚持文献和文本的分别。文献是一样物件，它

可能承载着一个文本，也可以承载着多于一个或少于一个的文本。

而文本的身份界限则不一定由文献的物质性所定义瑐瑨。在讨论书与

文本的概念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一点。郭象在 ４ 世纪编订《庄

子》，自此《庄子》便以一本书的方式留传后世，但这本从以前传递到

今天的《庄子》，并不等同于一个文本瑐瑩。如文本与文献的例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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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ｎｋｅｌｓ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ＭｃＣｌｅｅ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ｐ．２３０． 傅柯早于 １９６９年在
ｔｈｅ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的一场演讲已谈过作者功能。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６．
Ｈａｒｏｌｄ Ｒｏｔｈ，“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１３ （１９９３）：２１５；Ｍａｒｃ Ｋ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Ｌ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ｄａｎｓ ｌａ Ｃｈｉｎｅ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ｔｕｄ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５９．１ （２００５）：１４５；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Ｒｉｃｈｔｅ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 Ｆｅｎｇ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ｒａｇｅｒ Ｂｒａｎｎｅｒ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２１３ ２１４；Ｔｈｉｅｓ Ｓｔａａｃｋ，“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Ｃｏｄｉ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ｕｎｉｔｓ ｉｎ Ｂａｍｂｏｏ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Ｖｅｒｓｏ Ｌｉｎｅ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８ （２０１６）：１７２．

近几十年，学者愈来愈注意到《庄子》在学理上的矛盾与写作手法上的差异。他们

也曾尝试找出这些具有差异的不同部分，出自哪些不同的学术团体和（或）哲学趋势。见

Ａｎｇｕｓ Ｃ． Ｇｒａｈａｍ，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ｏ牶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ａ Ｓａｌｌｅ：
Ｏｐｅｎ Ｃｏｕｒｔ，１９８９）；Ａｎｇｕｓ Ｃ． Ｇｒａｈａｍ，ＣｈｕａｎｇＴｚｕ牶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Ｈａｃｋｅｔ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１）；Ｌｉｕ Ｘｉａｏｇａｎ 刘笑敢，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 （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４）；Ｃｈｒｉｓ Ｆｒａｓｅ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Ｌｉｕ，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Ａｓ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７．２ （１９９７）：１５５ １５９；
Ｃｈａｄ Ｈａｎｓｅｎ，“Ｇｕｒｕ ｏｒ Ｓｋｅｐ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ｉｃ 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ｉｎ Ｈ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Ｕｎｅｖｅ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ｏｔｔ Ｃｏｏｋ （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１２８ １６２；Ｐａｕｌ Ｆｉｓｃｈｅｒ，“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ｉｚｉ，”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２００７；Ｅｓｔｈｅｒ Ｋｌｅｉｎ，“Ｗ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ｎｎｅｒ
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９６ （２０１１）：２９９ ３６９。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因为早期中国有关文本创造、操作、对话、编辑、传递的各种习性，书

籍与文本的界限并非时常重叠瑑瑠。换句话说，在《庄子》这一本书里，

有很多个文本。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拿着《庄子》里的不同文本对读，

而是以那些偶然地被编在其他书里的其他文本，作为理解《庄子》里

某些文本的脉络的话，我们对它们会有更好的理解。

意识到这一点不会引发一场哲学灾难。我们不需要视那些传递

到今天的书为一种由单一作者所著、自足的文本单位，并视之为研究

中国哲学的基础瑑瑡。我们不需要因为那个构想出来的作者，视那些编

在同一本书里的文本，内含着共同的思想身份与一致性，也不需要视

它们必然地对立于那些偶然地编在其他书里而流传至今的文本。与

其在书的层面做哲学，我们可以在论证的层面做哲学。那些具融贯

９２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瑑瑠

瑑瑡

借着出土文献的研究，很多学者证明了前帝国时期的文本通常是一种历时很长的

产物。很多作品都是由先存的材料，经多位不同编者整合而成。现存文本固定的模样，在

文本出现很久之后才确定下来。现今这个书—章的形式令人误以为它非常甚至过度线性、

完整性、同一性与融贯性。有关于此，见余嘉锡：《古书通例》（台北：台湾书局，１９８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８９ （２００３）：５９ ９９；Ｋｉｄｄｅｒ Ｓｍｉｔｈ，
“Ｓｉｍａ 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Ｄａｏｉｓｍ，ｅｔ ｃｅｔｅｒ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２．１
（２００３）：１２９ １５６；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Ｔｅｘｔ，Ｒｉｔｕａｌ，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ｉ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 （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３ ４９；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ｏｌｔｚ，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ｉｎ 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ｐｐ．５０
７８；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Ｐｏｅｔｒｙ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Ｒｉｃｈｔｅｒ，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Ｔｅｘｔ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３）。

中国哲学学者中，也有人不以书 作者的观念作为研究的起点。他们重复地展示

出一种以勾勒哲学主题和问题为目标、跨文本的研究进路，如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Ｓｑｕ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ｌｅｓ：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ｓ ４９
（１９８８）：４７ ６０；Ａｌｂｅｒｔ Ｇａｌｖａｎ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Ｔｒｅｅｓ ａｓ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５７ （２００９）：７１ ９７；Ｃｈｒｉｓ Ｆｒａｓｅｒ 大部分的研究：ｈｔｔｐ：／ ／
ｃｊｆｒａｓｅｒ．ｎｅ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以及 Ｌｉｓａ Ｒａｐｈａｌｓ的研究。

有些学者则直接以作者与学派处理分类的问题，并提出另一种分类典范，如以主题和

专业做分类，例见Ｍａｒｋ Ｅｄｗ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牶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２２１ Ｂ． Ｃ．，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ｈａｕｇｈｎｅｓｓ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５８７
７４４；Ｄｏｎａｌｄ Ｈａｒｐｅｒ，“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Ｏｃｃｕｌ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ｐｐ．８１３ ８８４。有的则以理论文本与行动文本的区分做
分类，例见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Ｙｕ，Ｐｅｔｅｒ Ｂｏｌ，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ａｎｄ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ｄｓ．，Ｗａｙｓ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ｓ牶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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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论证，它们的单位不一定会延伸至一整本经编辑而成的书，甚

至也不一定延伸至书中一整章。论证的单位可以长至一整章，也可

以短至一小段，或几个段落。我们也有可能在那些传统被视作由不

同作者所著的书中，找到同样的论证单位瑑瑢。透过拒绝承认书与作者

为前期诠释的原则，我们可以重新引入所有文本到早期中国的文本

世界里，视它们为先验地平等。不过，批评者又会再问：如果我们不

再以这些论证单位所属于的书，或者那个被赋予在书上的作者，作为

我们诠释这些论证的脉络，那么我们能以什么脉络去诠释这些论证

呢？就让我们看看脉络化的几种方式。

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大部分中国哲学学者所抱持的脉络化方

式，都以一种由上而下的文本分类为主。这种由上而下的分类，采用

亚里士多德做逻辑区分的方法，先由一个大范畴出发，再从中找出子

范畴，一路往下分拆。这与典型的家族树没有分别瑑瑣。把这个做法套

在中国文本的话，我们首先便会发现各种知识范畴，例如历史、文学，巫

学、军事学、医学和哲学。在“哲学”这个范畴内，又可以分拆出不同的学

派，如儒家、道家、墨家和法家等。在这些学派内，又可以分拆出不同的作

者，如“儒家”里可分出孔子、孟子、荀子和子思等。最后，这些作者又可以

分拆出不同的书。这些范畴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东西。当然，它们似乎也

有很长的历史，像道家和法家的名字最早出现于《史记》。可是这种相似

性是表面的。正如不少学者已有力地指出，这些古老的分类方式源自汉

朝官方图书馆的分类需要。比起今天，它们在汉代有十分不同的意义瑑瑤。

０３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六辑）

瑑瑢

瑑瑣

瑑瑤

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Ｂｏｌｔｚ，“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Ｐａｕｌ 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Ｔｅｘ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３２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１ ４３。

这种由上而下的分类方式，也被研究文献的学者和志在寻找原初文本的文本历史

学家所采用。今天，这个树形模式，尤其是在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一系列的论文之后，已经与由上而
下的分类系统一样受到摒弃。见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４． １ ４ （２００２）：１４３ １８１；Ｅｎｎｏ Ｇｉｅｌｅ，“Ｕｓ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 Ｓｅｒｉｃａ ５１ （２００３）：４０９ ４３８。

例见：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ｙｌ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 Ｃｓｉｋｓｚｅｎｔｍｉｈａｌｙ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Ｔｏｕｎｇ Ｐａｏ ８９ （２００３）：５９
９９；Ｋｉｄｄｅｒ Ｓｍｉｔｈ，“Ｓｉｍａ 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ｇａｌｉｓｍ，Ｄａｏｉｓｍ，ｅｔ ｃｅｔｅｒ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２．１ （２００３）：１２９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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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后来成为了“家”的范畴，当初只是拿来满足一种纯粹目录上的

分类需要。我们不应该假设这些范畴具有任何本体价值。这种对早

期中国文本由上而下的分类，已从当初一种有效地满足目录需要的

工具（想一下“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这个被广泛使用的网上资料

库），变成一种哲学分析的负担。它让学者以为这些纯粹的目录与分

类范畴，拥有一种本体价值瑑瑥。



早期中国文本

 

历史


医学





哲学





儒家

孔子

《论语

 

》

孟轲

《孟子





》





道家

老子

《道德经

 

》

庄周

《庄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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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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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商鞅

《商君书



》

图一　 （部分的）中国哲学树

在生物学与分类学，林奈（Ｌｉｎｎａｅｕｓ）由上而下的分类系统在 １８

世纪开始受到质疑，１９ 世纪初更遭扬弃，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下而上

的分类方式，这种分类方式以承认说明了物种之间具有关联性的经

验证据开始。把这种由下而上式或经验式分类应用到文本的话，我

们不会再由一系列固定的区分出发，把要研究的材料填进去。反之，

我们会考察文本形成时的脉络有何特色，以及这些特色引申出来的

区分瑑瑦。由下而上地对中国文本做分类，代表着每当我们遇到不同的

哲学问题时，我们都会从一个新的分类重新出发。我们会从早期中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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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Ｄｏｎａｌｄ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的“中国哲学电子书计划”是一个中国文本的资料库，把文本分成
“先秦两汉”及“汉代之后”两大范畴；“先秦两汉”之早期文本则按六家或者按知识范畴如

算书、历史、经典文献等再作分类（ｈｔｔｐ：／ ／ ｃｔｅｘｔ．ｏ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ｇｌｅｙ，Ｍａｘ Ｌｏｅｈ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ｒｏｎｚｅｓ牶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Ｓｅｒｉｅｓ，２００８）。达尔文则把由下而上的分类
方式改善成一个更复杂的系统。这系统在分类生物时，会同时考虑到生物的族谱和生物之

间的异同。见 Ｅｒｎｓｔ Ｍａｙｒ，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ｉｏｌｏｇｙ牶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１３５ 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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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本中所反映出的那个具体问题，建立起新的范畴。这蕴含着一

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没有固定的方向，不同的项目和

团体都可以在里面有机地、多元地、非永久地互动。这个网络可以用

任何学者想要的参数运作，也可以阐明各种不同的连结。这只视乎

该学者当时关注什么。由下而上的分类方式，容许了早期中国文本

里无限多不同的连结。这些我们创造出来的分类，不会按我们过往

对中国哲学的预设而强加在文本上。相反，当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去

接触文本，并容许我们为自己的发现感到惊讶时，这些分类便会在我

们研究的过程当中生成。

排除了作者、书、学派这些范畴之后，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广阔

的领域。任何新的关系、连结和常规都可以在这片领域上建立。这

个由下而上的、崭新的脉络，由对论证之间不同关系的注意创造而

成。论证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产生关系，例如相通的观念与概念、近

似的论证策略、哲学问题、形象、文本目标与功能、形式结构和语言使

用。如此一来，我们的脉络，那个有意义诠释的来源，便不再是任何

先在和固定的范畴（作者和书），而是流动的文本、概念、哲学与历史

连结。与其在文本或书里寻求融贯，不如寻求文本观念的融贯。这

些文本观念可以出现在一个文本里，或多个文本里，也可以出现在一

个章节里、或多个章节里，亦可以出现在一本书里，或多本属不同作

者不同学派的书里。我们可以让观念、概念和论述方式自己保持融

贯，而不是透过作者为它们提供融贯。它们自身便维持了一个可以

用来比较异同的脉络。

四、做没有作者的哲学

我的研究处理了早期中国（公元前 ５ 世纪到公元后 １ 世纪）其中

一个最主要的哲学问题：人与世界（包括了他人、现象、事件与自然环

境）的关系。早期中国思想家特别关心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如何能在不

同处境中有效地行动？人对自己生命、行为结果、外在事件有多少控

制？如何面对在日常生活中的变幻莫测？如何能成功地扣连到更大

的脉络？对于这些问题，我探索了早期中国里有效能动者的不同模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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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辨认出早期中国的适应能动者模式（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并对之作

了系统性分析瑑瑧。

“因”（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人能够有目的

地就着脉络去调整自己，从而最有效地应对悄然而至的处境。在

早期中国的想象中，“因”对扬于那些勉强的、任意的、由一己观点

而发的行为。“因”要求的是高度的自我反省能力、观察力、灵活

度和反应。这些能力使得能动者能够设计出临时而特定（ａｄ ｈｏｃ）

的行动策略，而这些行动策略所针对的，正是那些特定的、临时

的、非普遍的人生问题。不管是在政治、军事、专业、宗教，抑或是

日常生活的脉络里，它都保证了能动者在行动中有更高的成

功率。

我进行的是一种跨文本研究，以追溯早期中国对适应思维与适

应行动的不同理解、不同表述、不同代表和不同目标。我发现，适应

思维与适应行动的主张遍见于各种属不同学派与思想背景的文本

里。它既可见于子类（那些“哲学”的文本），亦可见于那些政治、军

事、占卜、历史与医学的文本里。它既出现在被归为道家的《庄子》

里，也与韩非子这个属法家的思想家和武王这个儒家文化里的英雄

有关系。甚至，按《史记》的记载，连汉朝的开国君主刘邦（汉高祖）也

与适应思维与适应行动有所关联。当我发现不少通常被视作儒者的

人物都和适应思维与适应行动有关时，很多人都感到惊讶。因为大

部分熟悉中国哲学的人，听到适应的、灵活的、创造的行为时，都会立

即把这些观念归类成道家的传统思想。由此可见，由上而下的分类

方式和其维持的预设不能加深我们恰当的哲学反省，反而成为哲学

反省的桎梏。

如果在哲学探索的过程中，不再以书和作者作为意义与诠释的

来源，那么我们便能以哲学问题为引领，畅游于早期中国文本的汪

洋里。我们关心的是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在文本里如何建立，而从

中又可找到哪些不同的解决方法。早期中国关于“因”的论述，多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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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参见：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Ｖａｌｍｉｓ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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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与在危急关头、改变与转化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行动的讨论相

关。按此，我在研究中时常要处理到“命”的问题。我辨认出一种

早期中国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时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出主

客二分，并限制与抗拒了那个有机会阻挠主体行动、控制主体行为

结果的现实。

我称这种思维模式为“实体化模式”（Ｒｅｉｆｙ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这种模

式把“命”，亦即一切人无法控制、看似无关于人而偶然地发生的事，

理解成一个外在的、非道德的、朦糊的客体。这个客体会摧毁主体，

也决定了主体的命运。它带来了一种异化、无力、不确定、存在上残

缺的感觉，也因此使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内在地矛盾的。在“实体化

模式”里，“命”被实体化成一种独立而外在于主体而存在的东西，一

个会抗拒和阻挠主体的东西。“命”蕴含着一种非道德上的限制，也

意味着对人类的道德内在性的威胁。因为“命”可能会危害主体，所

以它也呼唤着人的反应与心理上的处理瑑瑨。

对“命”的实体化，为早期中国的思想家带来了一个问题，而他们

需要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心理上与哲学上的处理。有关于此，我追

溯了早期中国思想家对这个问题，以及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无助

的不同解决方法。在研究这些有机会使人重新获得一种存在的有力

感和控制感的解决方法时，我发现我们不应该把这些解决方法归于

某个作者、某本书或某个学派。因为这些解决方法在现存文本里的

呈现方式，与作者、书、学派这些范畴并无关系。

以《唐虞之道》为例。此文献见于郭店出土的、公元前 ３ 世纪的

竹简里瑑瑩。它的篇幅相对较短，内容主要是论证，最好的政治制度，并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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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的第 ３ 章：“Ｔｈｅ
Ｒｅ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ｅ”，仔细分析了这个“实体化模式”以及那些代表了这个思维模式的文本。
见同前注，页 １８６—２５２。本章将以“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ｔ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为题，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第 ４２期（２０１９年）发表。

《唐虞之道》在 １９９３年郭店（河北省荆门市）与其他十七份竹简一同出土。关于它
们的挖掘报告，可见于《荆门郭店一号楚简》，《文物》７（１９９７），页 ３５—４８。郭店竹简首次出
版于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英语学界对是次发现
最新及最完整的研究，可见于 Ｓｃｏｔｔ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Ｉｔｈａｃａ：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ｐ．１ ９６。郭店楚墓大约成于公元前 ３００年，亦即战国后半期。发
现到的所有文本都在这个时期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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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世袭的君主政体，而是禅让制与贤人政治瑒瑠。自从《唐虞之道》出版

之后，学界的辩论主要在于它这种不常见的政治观点，究竟属于哪个

作者或者哪一家。大部分学者都把它归入儒家，并视之出自子思之

手。其余则把它归入墨家，或视之出自杨朱之手，或视之糅合了儒墨

二家瑒瑡。而我则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篇文献，关注的重点是它如何反

映了“实体化思维模式”（先前已从《孟子》《穷达以时》及其他文献找

到同样的思维模式），以及这思维模式对解决“命”这个问题有何

启示。

在竹简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清晰的区分，区分开一个内在

与外在的领域。内在的领域由主体所控制，例如德性的修养工夫。

外在的“命”的领域则由那些外在的、庞大的、在世界里发生的事件所

构成，它们是无法避免的，也无可避免地影响着主体的生命。按照

《唐虞之道》，传说中的唐尧之所以把王位禅让予虞舜，有很多原因。

这些因素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关于内在领域，亦即舜的德性。舜

证明了他“仁”“圣”“孝”“忠”兼备。而尧知道这些品性会使他成为

一个出色的君主（“［知其能］为民主也”）瑒瑢。按文本的描述，舜是透

过自我修养工夫才获得这些品性的。它们都属于舜的内在自我，属

于一个在任何情况下主体都控制着的领域。这当然是作者支持禅让

制的关键论证。受位者具有能力去培养出正确的道德行为，并唯有

当他这样做之后，他才准备好治理天下。这是圣人之治所建基的前

提。因此，君位只应该传给那个已培养出这些德性的人。按作者的

用语：

５３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瑒瑠

瑒瑡

瑒瑢

这文献首见于《郭店楚墓竹简》，页 ３９—４１，１５７—１５９。关于此文献的质料特性与
思想内容的英文分析，可见于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ｐ．５２１ ５６４。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在 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 一书中，把《唐虞之道》和其他推祟禅让制的战国文献放在一起讨论。
按 Ａｌｌａｎ的想法，其他推崇禅让制的文本有《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以及《墨子》之
《尚贤》《容成氏》《子羔》《保训》等篇。见 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牶 Ｌｅｇｅｎｄｓ ｏｆ Ａｂ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ｍｂｏｏＳｌｉｐ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ｌｂａｎｙ：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Ａｌｌａｎ，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ｐ．８３，ｎｏｔｅ ８；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５３９及此
页前。

《郭店楚墓竹简》，页 １５８。按前两句的对称结构，把“知其能”三个缺字加进去是
没问题的。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页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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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正其身，然后正世瑒瑣，圣道备矣。（郭店 ３９：３）瑒瑤

第二类因素则涉及那个不受人控制的外在领域。天、地与其他

一切神圣的存在，都是外存于主体的力量。它们是客观的、必然的，

不受人的能动性所改变。它们对世界发生的事，均有决定性的影响。

所有这些担当着“命”的角色的元素，就是天地，也就是山川河岳等等

自然界的元素、人类的祖先，以及其他一切神圣的存在，它们都被视

作鬼神，应该接受宗教祭献瑒瑥。当然，宗教礼仪的目标之一，是调整人

神互动，使神明更趋仁善；但它们同时也预设了神明并不由我们直接

控制，亦不一定要满足我们瑒瑦。

“命”与“时”，可以与神圣力量（诸如天地鬼神，等等）互相配合；

“命”与“时”也可以是这些神圣力量自身结合的产物。《唐虞之道》

的最后一段，指出了即使尧生而为天子，而且培养出各种德性，他也

无法控制天下，这便是因为“命”与“时”的结合力量：

古者尧生瑒瑧于瑒瑨天子，而有天下，圣以遇命，仁以逢时。瑒瑩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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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治理天下前，我们必须行修养工夫纠正自身。这是早期中国政治文本的共同主

题。《论语》里最有名的例子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论语·子路》）。类似的段落与同样的主题也可见于《说苑·君道》和《孔子家

语·始诛》。

这里所指的是显示了该竹简相片在《郭店楚墓竹简》出现的页数，以及该引文出现

的竹简数目，下同。

《郭店楚墓竹简》，页 １５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ｅｔｔ，Ｔｈｅ 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牶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ｐ．２７ ２８，３５ ３６．
“生”可理解为“以王位继承者身份在王室出生”（我对此句的英文翻译就是按此

理解），或可解作“升”，意指“晋升至天子之位”，如舜不受其出身所挠而得位于尧。Ｃｏｏｋ
指出，在现存的文献中，愈来愈多证据显示尧并非经禅让而登位，而是经世袭而成为天子，

见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５５９，ｎ８７。虽然这里的诠释是开放的，但顾及到
《唐虞之道》支持禅让的明确立场，如果作者想触及尧平民的出身，他应该会更开宗明义地

说明。

李零把“于”解成“为”，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页 ９８；《郭店楚简校读记》，
《道家文化研究》第 １７辑（１９９９年 ８月），页 ４５５—４５６。

周凤五把句断在这里，Ｃｏｏｋ跟随这个断法，我也同意。见周凤五：《郭店楚墓竹简
唐虞之道新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７０ 本第 ３ 分册（１９９９），页 ７３９—７５９；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５５９，ｎ９０。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未尝遇［命而］瑓瑠并瑓瑡于大时，神明将瑓瑢从，天地佑之，瑓瑣纵仁圣

可与，瑓瑤时弗可及矣。（郭店 ４０：１４—１５）

类似的论证，同样见于另一郭店竹简《穷达以时》。《穷达以时》

论证，历史人物如舜和管仲，唯有在际遇与命运的安排下才会成功瑓瑥。

“命”是个外在的、客观的现实，我们只能“遇”上它，纵使祸福难料。

“命”时常扰乱主体的心志。不过，当人的德性配合上命时，美好的结

果就会出现。

我的研究方法如何帮助我对这些文本与哲学想法有不一样的分

析呢？首先，在阅读《唐虞之道》时，我无需采用一种“儒家式”或“墨

家式”的阅读。亦即是说，我无需只专注于文本里关于禅让、贤治、利

他主义、亲缘关系和关怀的主张瑓瑦。因为我无需把文本视为某个作者

的著作，亦无需把它归类到某家的思想，我可以同样专注于文本其他

有趣的想法、结构、论证和形象。不把文本读成某个作者或某家的作

品，不会保证我的诠释会更好或者更正确，但它却能保证我不会从一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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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原文缺字。李零补上了“贤”与“虽”字，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页 ９８。我跟
随周凤五《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新释》及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 的补字，但
并不同意他们的解读。

我同意李零把“并”读成“秉”，即“执握”之意。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

页 ９８。
《郭店楚墓竹简》的编者认为这是“均”字。虽然它对内容的影响不大，我仍跟随李

零把它读成“将”，见同前注。

李零在此加入逗号作停顿，而其他编者则加入句号。我跟随李零（同前注）和陈伟

（《郭店竹书别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的做法，把整句句子看成是一个假定条
件：未尝……纵。关于这里的其他排列方式与字词选择，见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５５９；Ａｌｌａｎ，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ｐ．１３０。

我跟随李零的读法，把“与”读成“举”，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页 ９８。
关于《穷达以时》中就命运问题提出的哲学解决方案，可见 Ｍｅｒｃｅｄｅｓ Ｖａｌｍｉｓａ，

“Ｂｅｙｏｎｄ Ｏｕ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ｗ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ｔ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Ｎｅｗ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Ｚｈｕａｎｇｚｉ，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Ｌｉｖｉａ Ｋｏｈ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Ｔｈｒｅｅ Ｐｉｎ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ｐｐ．１ ２２。

把由上而下的分类方式应用到出土文献上，尤其有问题。毕竟，现存文本很早已

经被归入这些范畴内，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使用这些范畴是有价值的。但是，早期文

献并没有任何标题、作者、写作日期或隶属于任何一个学派。它们应该保持原貌。关于最

后一点，可见 Ｇｉｅｌｅ，“Ｕｓ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ｓ 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和 Ｄｉｒｋ Ｍｅｙｅｒ，
“Ｔｅｘｔｓ，Ｔｅｘｔｕ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ｅ Ｇｅｎｉｕｓ Ｌｏｃｉ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ｓ ＣｈｕＴｏｍｂ
Ｇｕｏｄｉａｎ Ｏｎｅ，”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ｎ ／ ｔｕｄｅｓ 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６３．４ （２００９）：８２７ 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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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先在的观念出发，先假定文本理应说了什么和我理应从中找到什

么，才开始我的阅读。

我把《唐虞之道》视为“实体化思维模式”的代表作。它代表了一

种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思维模式。更准确地说，是“命”在实体化

之后带来了无力感与存在的无能感的问题，它代表了早期中国里的

一种独特的解决方法。《唐虞之道》所给出的解决方法便是透过“知

命”的主张，去加强主体的能力。即使“命”不由我们控制，也可以妨

碍我们，但在《唐虞之道》里，“命”应该成为我们接受与理解的对象。

竹简提及“知命”的地方如下：

夫古者舜居于草茅之中瑓瑧而不忧，登瑓瑨为天子而不骄。

居草茅之中而不忧，知命也。登为天子而不骄瑓瑩，不专瑔瑠也。

（郭店 ４０：１６—１７）

舜所开创的先例成为了当世政客的模范：

方在下位，不以匹夫为轻；及其有天下也，不以天下为

重。有天下弗能益，无天下弗能损。（郭店 ４０：１８—１９）

《唐虞之道》的作者鼓励当时的从政者要如舜般“知命”。当舜居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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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其他文本，如上博简《子羔》和《战国策》，都指出尧在离朝廷很远的野外找到舜。

原初编者把这字读成“身”。裘锡圭跟其他学者则读成“升”。我跟随李零把它读

成“登”。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页 ９８。无论是“升”或“登”，都有“向上”之意。
升至高位或成为贤人而不骄傲，这个想法在早期文本里十分常见。《论语·子路》

谈及君子时，以“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来说明君子与小人的差别。《中庸》谈及在

上位者时，则如此描述：“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台北：艺

文印书馆，１９８５），卷 ３１，页 ８９８ａ。一个跟《唐虞之道》更接近的对比，可见于《吕氏春秋·孟
春纪·本生》“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参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８４］），页 ２１。
我跟随李零把这字读成“专”。其他可能的读法是“流”，见 Ｃｏｏｋ，Ｔｈｅ Ｂａｍｂｏｏ

Ｔｅｘｔｓ ｏｆ Ｇｕｏｄｉａｎ，ｐ．５６０。我认为“不专”在其他文本里的意思也是如此：不任意而行，不以
己愿决定一切行为。例见《文子·九守》的“不为始，不专己”和《潜夫论·卜列》的“不专任

以断事”。如果我们把它读成“专”，它同样可理解为在同一个家族内“垄断专制”（王位，或

者其带来的利益；见 Ａｌｌａｎ，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ｐｐ．９３ ９５），也就是禅让的相反。《唐虞之道》首
句曰：“唐虞之道，禅而不专。”（见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页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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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下位而不见任何立足之地时，《唐虞之道》的作者观察到他也没有

汲汲于权位。如 Ｓａｒａｈ Ａｌｌａｎ 所言：“即使舜居于草茅之中，也没有感

到怨恨的讲法，意味着在得到尧的赏识之前，舜已是一个值得嘉许的

人，而不只是一个农夫而已。”瑔瑡Ａｌｌａｎ 把舜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德行。

他是“谦逊的化身”瑔瑢。我认为，按照文本的结构，以及它就内在领域

（人力可控制）与“命”的外在领域（人力不可控制）所作的区分，我们

应该用另一种角度理解舜的行为。舜知道，不论他如何装备自己以

冀贡献社会，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有别于工夫修养和道德，是不由

他控制的。虽然世人对他的道德修养不闻不问，他仍然不为所动。

这显示了他的现实主义，也显示了他“知命”瑔瑣。

当然，“知命”是一种有德之人的品质，也是成为君子的前提瑔瑤。

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知命”时，意味着那个“命”的外在世界不能对他

的内在道德发展有任何限制。舜不会希冀任何改变，也不会欲求他

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他不会展露出决心、怨恨或者后悔。“知命”有

两个面向。一方面，虽然自我修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但主体不会对

其道德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有任何判定和预期，因为有什么后果，属

于“命”的外在领域。由是观之，“命”可以是一种对人能动性的负面

限制而变得有问题。另一方面，当人理解到“命”的运作并接受了

“命”时，“命”也不能对主体的心灵做任何事情去破坏其自足性，这便

是对“命”在实体化之后带来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个解决方法可见

于《唐虞之道》，也见于很多有着相同思维模式与世界观的早期文本。

这个研究进路带来的第二个结果是，我们可以跨文本地辨认出

各种哲学观念，即使这些文本在传统上并不算是同一个作者或同一

个学派的作品，甚至并不算是哲学作品。我们可以突破由上而下分

类所带来的连结，在现有的文本纪录中找出新的连结和新的组合。

９３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Ａｌｌａｎ，Ｂｕｒｉｅｄ Ｉｄｅａｓ，ｐ．１０９．
同前注。

有志于文学与哲学比较的读者会想知道西方传统里相似的论证。Ｐｅｔｒａｒｃｈ 在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ｏｒｔｕｎａ 中对斯多葛学派有很著名的诠释。他重新分析了斯多葛学派有关
于如何面对命运，以及命运之神善变的鞭打的观点。斯多葛学派的建议是发展出一种漠然

的态度和拉开距离：学习既不在意厄运亦不在意好运。

《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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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命”（或“达命”）在“实体化思维模式”中，是特别重要的观

念。在《孟子》《荀子》《说苑》《列子》《文子》《庄子》《淮南子》《吕氏

春秋》等文本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个观念。这些文本常涉及“命”的

实体化、外在化和问题化。“知命”不是一个儒家独有的方案，也不是

墨家的。它与作者、书和学派没有任何关系。与它有关的，是早期中

国里，一种理解人与世界关系的庞大思维模式。我会举出《唐虞之

道》《孟子》《穷达以时》这些被视作儒家作品以外的例子作说明。

以下的段落出自《淮南子·诠言》，在《文子·符言》里也有很接

近的表述：瑔瑥

直己而待命，时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时之

去不可追而援也。君子为善，不能使福必来；不为非，而不

能使祸无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祸之来也，

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内修极而横祸至者，皆天也，非人

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积其德，狗吠而不惊，自信其情。故

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忧瑔瑦。瑔瑧

顾名思义，以一系列对偶句写成的《诠言》，是对圣人之治与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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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瑥

瑔瑦

瑔瑧

《诠言》是《淮南子》的第十四章，亦属“末”章的一部分。“末”章旨在阐明和应用

“本”章的想法。关于“末”章与“本”章的分类，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ｅ Ｂｌａｎｃ，“Ｈｕａｉ ｎａｎ ｔｚｕ，”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牶 Ａ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ｏｅｗ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１９９３），ｐ．１８９；Ｍａｒｔｉｎ Ｋｅｒｎ，“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Ｔｈｅ ‘Ｙａｏｌüｅ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ｆ
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 ａｓ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Ｆｕ，”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ａｒａｈ Ａ． Ｑｕｅｅ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ｕｅｔｔ （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４），ｐｐ．１２４ １５０。Ｋｅｒｎ主张
应该按语音资料作本末章的分类。前八章的题目都有着相同的韵脚，而第九章的题目则开

始了一个新的韵。亦见 Ｊｏｈｎ Ｓ． Ｍａｊｏｒ，Ｓａｒａｈ Ａ． Ｑｕｅｅｎ，Ａｎｄｒｅｗ Ｓｅｔｈ Ｍｅｙｅｒ，ａｎｄ Ｈａｒｏｌｄ
Ｄ． Ｒｏｔｈ，ｅｄ．，Ｔｈｅ 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 Ｌｉｕ 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ａｉｎａｎ牶 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Ｈａｎ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１４及之后。

“知命者不忧”这句式在不少早期文本里也出现过。见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卷 １４，页 ４８７；杜道坚：《文子缵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９），卷 ４，页 １０ａ。“知命不忧”的句式则可见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页 ２５００；班固：《汉书·贾谊传》（杨家骆编：《新校本汉书集注并附编二
种》，台北：鼎文书局，１９７６），页 ２２２８。《周易·系辞上》则有“乐天知命，故不忧”一说（十
三经注疏版，页 １４７ｂ）。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卷 １４，页 １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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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淮南子》经常谈及的主题———的解释。在汉代采集多方材

料的全面编著下，学者视《诠言》为集各家思想于一身的一章。它的

内容呼应了其他文本如《老子》《庄子》《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想

法瑔瑨。在《文子》里出现的对应版本，也被视作属老子之言瑔瑩。

然而，这篇文章在几个重要观点上，都呼应了《唐虞之道》里的世

界观、哲学构思与论证结构。第一，《诠言》的论证始于一个想法：这

世界存在着一些不受人控制的力量，而这份力量叫作“命”。第二，

“命”是普遍而没有道德因果性。“命”的领域里，人的道德行为与其

后果的因果链被打断了，认识到这个事实便是“知命”。第三，《诠言》

把“命”的外在领域与道德自主的内在领域分开。主体在内在领域里

有能力去“直”（或《唐虞之道》里的“正”）其自身，但只能等待命运的

决定。第四，随着“知命”，人能安于他的生命而不会为遭遇忧心。最

后，在主张人应该接受很多事情最终不由自己控制，以证成失败和获

得心灵平静的同时，这些文本也主张人应该继续发展道德自我。这

个自主的内在领域是由人所控制的，这也因而是人在命运面前，唯一

获得力量的方法。

让我们转去讨论另一个兼容并包的文本：《吕氏春秋》，里面的一

篇轶事。这篇轶事见于《知分》篇。按陈奇猷的想法，《知分》应归类

为道家思想，乃伊尹之思想瑖瑠。

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

不祥。”晏子俯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

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说，直兵造胸，句兵钩颈，谓晏子曰：

“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

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

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婴且可以回而求福

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

１４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瑔瑨
瑔瑩
瑖瑠

Ｍａｊｏｒ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 Ｌｉｕ Ａ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ａｉｎａｎ，ｐ．５３４．
杜道坚：《文子缵义》，卷 ４，页 ９ｂ—１０ａ。
参见 Ｋａｍｅｎａｒｏｖｉｃ，Ｐｒｉｎｔｅｍｐｓ ｅｔ Ａｕｔｏｍｎｅｓ ｄｅ Ｌü Ｂｕｗｅｉ （Ｐａｒｉｓ：Ｃｅｒｆ，１９９８），ｐ．３９０，

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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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授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无良其仆之手曰：“安之！

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而命悬于厨。今

婴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

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

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

处之。瑖瑡

这篇轶事，把晏子这位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与据称为《晏子春

秋》的作者，描述成一个“知命”的人（“晏子可谓知命矣”）。晏子展

示出他已接受了自己可能一无所知，也可能对命运束手无策。面对

命运，人无法再依赖智慧和计谋。不过，正因晏子“知命”，他了解到

道德因果链会被“命”所切断，他才获得了实践他的道德自主性的力

量；因为“知命”，他具备了行义的力量。这篇轶事逐一触及了《唐虞

之道》和《诠言》的论点：外在领域与内在领域的区分、人要接受和理

解到并非所有事情都尽由人意、“知命”能使人不管后果地尽义、个体

在命运面前的自强。这使得《知分》成为了同一种世界观的代表作，

代表了同一种面对命运的哲学解决方法。同样的方案亦可见于另外

两个文本。

《唐虞之道》 《列子》 《庄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文子》

不由人

所控制

的外在

力量

圣以遇命，

仁以逢时。

佹佹成者

俏成也，初

非成也。

不当时命而

大 穷 乎 天

下。

今婴之命有

所悬矣。

时之至不可

迎 而 反 也。

时之去不可

追而援也。

道德因

果性的

缺如

纵 仁 圣 可

与，时弗可

及矣。

道无以兴乎

世，世无以

兴乎道，虽

圣人不在山

林之中，其

德隐矣。

疾不必生，

徐不必死。

命也者，就

之未得，去

之未失。

福之至也非

其所求，故不

伐其 功。祸

之来也非其

所生，故不悔

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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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瑡 《吕氏春秋·恃君览·知分》，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页 １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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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唐虞之道》 《列子》 《庄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文子》

自主的

内在领

域

有天下弗能

益，无天下

弗能损。

于俏而不

昧然，则不

骇外祸，不

喜内福。

反其性。 婴且可以回

而求福乎。

故中心常恬

漠，累 积 其

德。

生命的

安顿

舜居于草茅

之 中 而 不

忧，登为天

子而不骄。

知命安时

也。当 死

不惧，在穷

不戚。

危 然 处 其

所。深根宁

极而待。

安处之。 故知道者不

惑。知 命 者

不忧。

持续的

自我修

养

必正其身。 正己而已。 以 义 为 之

决。

直己而待命。

表一　 论证结构表

在现存的文本纪录中，都能发现这个哲学方案。这个哲学方案

在不同段落里的阐述，极为相似。我将从《列子》和《庄子》这两个道

家文本中，再举出几个例子。首先是《列子》：

佹佹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败者，俏败者也，初

非败也。故迷生于俏，俏之际昧然。于俏而不昧然，则不骇

外祸，不喜内福；随时动，随时止，智不能知也。信命者，于

彼我无二心。于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

隍，亦不坠仆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

怨贫穷者，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在穷不戚，知命安时也。瑖瑢

因为“知命”，所以即使面对无可控制之事，也能免于悲伤痛

苦，从而专注于自己所能控制的事情：改善自己内在的心理和道德

行为瑖瑣。要注意的是，“知命”不牵涉关于命运如何运作的分析性知

３４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瑖瑢
瑖瑣
《列子·力命》，见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页 ２１２。
这可能就是孔子言君子“不忧不惧”之意。《论语·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

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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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知”在这个脉络里，不蕴含一种技术上的知道：它并不尝试把

握命运的运作过程。反而，它是一种坚定信念，深信命运超越了人

的知识范围，意识到我们无从控制和克服命运。“知命”的意思是

能够与命运和平共处，能够容忍自己对命运如何运作一无所知的事

实。顺理成章地，“命”在早期文本里的常见定义是“不知所以然

而然”瑖瑤。

上面《列子》的引文，强调了因为命运这股外在力量的干扰，那些

人就自身行为所预期的常见结果，可能完全不会出现。命运能终极

地颠覆人的行为。因此，《唐虞之道》里的舜和《列子》里的其他理想

人格，遇上厄运（如舜居于下位）而不伤痛，遇上好运（如舜成为统治

者）也不狂喜。反而他们都顺应着任何命运的安排。这个想法同样

见于《庄子·缮性》。这篇的作者认为我们只能等待适当的时机与命

运，而不能主动创造它们：

道之人何由兴乎世，世亦何由兴乎道哉！道无以兴乎

世，世无以兴乎道，虽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当

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

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危然处其所而反其

性，己又何为哉！……故曰：正己而已矣。瑖瑥

具德性的圣人有可能晋升到治理天下的地位，但他们的成功都

必须建基于时势与命运的力量。然而，正如这个方案所强调，在这个

不公平的、常常压倒人类能动性的制度里，人有能力从中找出自己的

心理和道德自主性。人有能力内省、自我纠正、保持自身的德行。这

就是逆转命运与人这个主从关系的关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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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瑤

瑖瑥

这个对“命”的定义可见于《庄子·达生》，见王先谦编：《庄子集解》（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２），页 １６３；《吕氏春秋·恃君览·知分》，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页 １３４７；
以及《列子·黄帝》《列子·力命》，分别见杨伯峻：《列子集释》，页 ６４、１９３。

王先谦编：《庄子集解》，页 １３６—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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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虞之道》 《列子》 《庄子》 《吕氏春秋》
《淮南子》／
《文子》

知命 知命 知命 达命 知命 知命

遇命 遇命 当命

时 逢时 知时 当时 时至去

内在自我

相对

外在他者

身

世

内 ／我
外 ／彼

己 ／身
世 ／命 命

己 ／内
天 ／命

厄运与好运 有无天下 福祸 福 福祸

免于忧虑 不忧 不惧不威 不忧

满足 安时 处所 安处

修正 正己 正己 以义 直己

表二　 共同的概念形象

要注意的是，这些段落都与《唐虞之道》有着同样的关怀：它们都

是对同一个哲学问题的回应。这个哲学问题便是命运的问题，或者

人无法控制他的行为结果的问题，这也就是我称之为“实体化思维模

式”所带来的问题。这些段落不单只有同样的世界观，它们也提出了

一样的方案，去处理命运实体化之后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无力感。

它们更用了同样的论证结构（对人无力改变命运这个事实的肯定会

带来“知命”和自我修养，这又会使得人重新获得道德的自主性）。除

此以外，读者或许也发现了，这些段落与《唐虞之道》有着相似的概念

形象：遇命与知命；成败、祸福、地位高低；内与外；无忧无虑、居其位；

以及不断正己修身。这使得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哲学意义的中国哲

学故事。这些文本保持了一个相同，或者十分相似的知性世界观、哲

学框架、概念形象和论证策略。凡此种种理由，我们都应该把这些文

本（和那些我没有在这里举出的文本）放在同一个脉络里，互相对照

阅读诠释。我们不应该诉诸于它们所置身的书和作者去理解它们。

我们在《唐虞之道》和上述其他段落所发现的思维模式与哲学方

案，并不只限于某一个哲学家，某一本书，甚或是某一家思想。命运

实体化所带来的不确性与无力感，对早期中国思想家来说，是一个很

重要的共同问题。他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法。“知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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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便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外转”（由适应能动性所推动）和“顺

从”瑖瑦。所有这些哲学方案都是跨文本的。唯有当我们抛弃了那个早

期中国哲学的传统框架，不再受它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单一视野所控

制，我们才能发现这些跨文本的哲学方案。

在哲学界里，有人认为我们需要作者和其作品的概念，才能建立

哲学体系。唯有保持那个对哲学作品的单一作者想象，我们才可以

系统地诠释一个哲学作品，并解决作品中的表面矛盾瑖瑧。这种思想有

两点根本错误。第一，作者能并不能解决一切在文本里或文本之间

的矛盾。这只是一个幻想，早在西方哲学史里便得到过否证。第二，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需要作者去建立哲学体系。一个哲学体系，不需

要是一个建基于传记式与意向性诠释的作者体系。在我对早期中国

哲学的研究中，正如本文所示，我能透过辨认出独特的思维模式去建

立一个哲学体系。要建立哲学体系，我们只需辨认出那些独特的思

维模式，分析出每个思维模式里，对那些共同哲学问题的独特解决进

路便可以了。例如，我们可以分析对有效能动者的不同理解，以及对

不确定性与命运的不同处理手法。这些相似的思维模式、哲学方案

和它们所建立出来的哲学体系，都与我们习惯的分类范畴没有半点

关系，而是独立于传统框架地发展。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了我们在离开作者与书这些概念建

立出来的界限之后，如何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理解早期中国

的哲学议题。承认文本流动的历史本质，没有妨碍我们的哲学研究

工作。刚好相反，它赋予了中国哲学一个新的形式、新的目标。

五、朝向一种早期中国哲学的新研究进路

在“汉学挑战”的论述中，汉学家由他们所研究的范围所定义。他

们不但代表了一群具历史学心态的学者，也代表了文学、艺术、考古、字

源、文献、宗教、政治等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国哲学对扬于这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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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瑦

瑖瑧

我的博士论文曾分析这个方案。见 Ｖａｌｍｉｓ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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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领域而立。它透过对立、排斥和自我孤立去创造自己的身份。

在我看来，汉学不是一个挑战，而是一个机会。它可以让中国哲

学学者以一个更具创造力的方式理解他们的研究材料。就好像今天

的中国哲学曾得益于西方哲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而汉学过去几十

年的发展，中国哲学却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哲学排斥汉学的理由，跟

西方学界排斥中国哲学的理由是一样的：它们都建基于什么是哲学、

什么不是哲学、我们理应如何做哲学的预设。如果我们可以站在中

国哲学的角度，要求西方的哲学系怀疑这些预设，并扩阔他们的哲学

观，那么我相信站在汉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要求中国哲学做同样的事。

我们无需延续这个已经用了好几十年的研究模式也无需继续用同

样的研究框架。如果汉学研究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那就是差不多所

有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知都应该受到质疑。当然，打破这个研究领域

已经用了几十年的预设会带来不确定。但正如早期中国哲学家也要面

对不尽如人意的世界，我们也必须思索如何处理这个不确定性。

戴卡琳（Ｃａｒｉｎｅ Ｄｅｆｏｏｒｔ）讨论了中国哲学学者面对那些会引起混

乱的汉学研究成果时，他们对这种不确定性的不同处理，以及情绪在

当中的角色。她引述了《庄子》作为她方法论上的启发，主张我们休

于非知（ｎ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以及强调了对自我无知和合理质疑保持开

放的重要性。她说：“意识到我们知之甚少，本身即是一种哲学灵感

的来源。”瑖瑨除了接受无知（ｎｏｎｋｎｏｗｉｎｇ）之外，汉学研究更可以使我

们意识到我们潜而不显的预设（ｕｎｋｎｏｗｉｎｇ）：发现到那些形塑着这

个领域的范式、打破心灵的壁垒而对文本有全新的阅读、挑战那些长

久以来的固有故事与观念、在哲学的惊奇里找到知性的乐趣瑖瑩。

大部分中国哲学学者，面对着因盛行的论述框架崩塌而来的不

确定性时，他们都选择主动地无视或取消它。本文则主张另一种策

略：把其他领域的知识与分析工具，融入中国哲学的研究当中。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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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瑨

瑖瑩

戴卡琳著，傅扬、陈志强、王晓薇合译：《心斋坐忘：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中国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８年第 １６辑，页 ５。原英文稿：Ｃａｒｉｎｅ Ｄｅｆｏｏｒｔ，“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ｉｕ Ｘｉａｏｇ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Ｅｓｔｈｅｒ Ｋｌｅｉ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ｓ ２０１６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９ ２３．

同前注，页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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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示范了如何在没有“书”“作者”等框架的情况下，做有意义的哲

学分析。这种哲学分析是一种跨文本、问题主导的研究，去找出概

念、文学、论证关系里的融贯与可诠释性。

早期中国并没有如今天的学科区分。受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特

性启发，我提出中国哲学与汉学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个发展“后学

科”的契机。最近，学界发展出愈来愈多概念术语，去描述学科之间

不同层级的互动。当中有“多学科”（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互学科”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跨学科”（ｃｒｏｓｓ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超学科”（ｔｒａｎｓ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后学科”（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等概念瑘瑠。概括而言，

“多学科”预设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界线，并同时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

“互学科”容许学科之间的结合与调和，但仍承认了学科之间的界线，

学科之间在这种结合与调和下会有很丰富的交流；“跨学科”认为，如

果透过另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审视原有学科的话，能得到一个新的

角度去理解原有的学科；“超学科”旨在结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

文学科，并且超越所有它们之间的界线。

所有这些学科模式都源自对学术领域区分的不满。可是，尽管

它们都不满于一种固定的、人为的学科界线，它们仍受限于学科领域

区分的模式瑘瑡。就此，“后学科”则回归到早期文化的前学科，在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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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这个 问 题 有 大 量 研 究：Ｂ． Ｊｅｓｓｏｐ ａｎｄ Ｓ． 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Ｐｒｅ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６．１ （２００１）：８９ １０１；Ｂ． Ｊｅｓｓｏｐ ａｎｄ
Ｓ． 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Ｏｎ Ｐｒ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ｅｔ
ＳｏｃｉéｔéＣａｈｉｅｒｓ ｄｅ ｌＩＳＭＥＡ ３９．６ （２００３）：９９３ １０１５；Ｔ． Ｇｒｅｃｋｈａｍｅｒ，Ｍ． ＫｏｒｏＬｊｕｎｇｂｅｒｇ，
Ｓ． Ｃｉｌｅｓｉｚ，ａｎｄ Ｓ． Ｈａｙｅｓ，“Ｄｅｍｙｓｔｉｆｙ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４．２ （２００８）：３０７ ３３１；Ｐ． Ｆｒｅｉｒｅ，Ｐｅｄａｇ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ｒｅｖ． ｅｄ．，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Ｍ． Ｂ． Ｒａｍｏ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１９９３）；Ｅ． Ｂｏｙｅｒ，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ＪｏｓｓｅｙＢａｓｓ，１９９０）；Ｗｅｎｄｅｌｉｎ Ｋüｐ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ｖｉｅｗ，Ａｐｒｉ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ｈｔｔｐ：／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ｒｅｖｉｅｗ． ｃｏｍ ／ １１４２６ｎｏｎｐｏｓ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ｉｎａｒｉｔｙ ／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２，２０１８）．

Ｃ． Ｍ． Ｅｃｈｔｎｅｒ ａｎｄ Ｔ． Ｂ． Ｊａｍａｌ，“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４．４ （１９９７）：８６８ ８８３；Ａ． Ｓａｙｅｒ，“Ｆｏｒ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ｉｓｍ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ｉ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牶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Ｊ． ＭａｃＩｎｎｅｓ，Ｓ． Ｓｃｏｔｔ，Ｃ． Ｗａｒｈｕｒｓｔ，ａｎｄ Ａ． Ｗｉｔｚ
（Ｄｕｒｈａｍ：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８３ ９１；Ｎ． Ｌｅｉｐｅｒ，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ｅｗ
Ｓｏｕｔｈ Ｗａｌｅｓ：Ｐｅａｒｓ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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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层面去做研究。“后学科”的研究者融合各种领域的知识与技术，

容许各种崭新而可行的旁涉与协助，以把握各种构想与论域之间的

内在连结。比起其他方法论，它对每个研究主题之间相互依赖性，也

会更加小心处理瑘瑢。

“后学科”与其他学科类别的差异是，它拒绝承认在某个研究范

围内（我的个案便是对早期文化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合法的学科界

线。它采用的是一种问题主导的进路：“后学科分析始于在不管任何

学科分类的情况下，辨认出某个个别问题。然后组织、发展和融合那

些必要的概念、方法和知识去处理该问题。当中完全不会诉诸任何

学科界线。基于这些理由，后学科进路亦会批判现存学科在认知上

和存有上的限制。它明确地由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所指挥。”瑘瑣拒绝

了学科之间的合法界线，不代表我们可以采用一种反学科的进路。

反学科只会取消所有门槛，让一切都被容许，最终很可能只会带来折

中主义和（或）矛盾。相反，取消学科的界线，是邀请我们采用一种由

问题主导，而非受学科局限的进路瑘瑤。

后学科视野让学者能够把注意力放在现象的层面本身，而非那

一套学者用来理解该现象的学科所带来的规范。正如专研旅行的学

者 Ｎａｏｍｉ Ｐｏｃｏｃｋ 出色的总结说：“学科可被视为‘一种加诸在研究上

的人为框架’（Ｆｕｌｌｅｒ，２００３，ｐ． １）。这框架会‘蒙蔽知识的生成’

（Ｃｏｌｅ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ｐ．３３），并代表着‘一条无法进一步发展的死胡

同’（Ｓａｙｅｒ，２００１，ｐ．９０）。跨越学科的界线能使学者挑战他们所属学

科的理论与哲学假设。”瑘瑥如要打破汉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在早期中国

９４

对中国哲学的“汉学挑战”：一个从后学科角度出发的回应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Ｊｅｓｐｅｒ Ｓｉｍｏｎｓｅｎ，Ｊｒｇｅｎ Ｏｌｅ Ｂｒｅｎｈｏｌｄｔ，Ｍｏｎｉｋａ Ｂüｓｃｈｅｒ，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ａｍｍ Ｓｃｈｅｕｅｒ，
ｅｄｓ．，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牶 Ｓｙｎｅｒｇ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０），ｐ．８．

Ｎｇａｉｌｉｎｇ Ｓｕｍ ａｎｄ Ｂｏｂ Ｊｅｓｓｏｐ，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牶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ｔ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１３），ｐ．１５．

此想法可见于 Ｋüｐ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ｎ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Ａｐｒｉｌ ５，２０１８）．

Ｎａｏｍｉ Ｐｏｃｏｃｋ，“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ａｃ． ｎｚ ／ ＰａｇｅＦｉｌｅｓ ／ ７２３５ ／
Ｐｏｃｏｃｋ．ｐｄｆ．她亦提到以下的研究：Ｓ． Ｆｕｌｌｅｒ，“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ａ Ｈｅｒｏ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Ｉｄｅａｓ，”ｉｎ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 ２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０８，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ｏｒｇ ／ 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ｉｔｙ ／；Ｔ． Ｃｏｌｅｓ，Ｃ． Ｍ． Ｈａｌｌ，ａｎｄ Ｄ． Ｔ． Ｄｕｖａｌ，（转下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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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面的僵局，双方学者大抵都要采取“后学科”的研究方法。瑘瑦

在我看来，把后学科应用在对早期中国与早期文化的研究中，意

思很简单：利用各种丰富而多元的研究进路与视野，以更好地处理一

个主导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以学科的角度，尤其是学科之

间（如中国哲学与汉学）的对立，去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利用所有资

源，去创造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路。在此意义下，

后学科体现了适应能动性：每时每刻都按自己要处理的事情，调整自

身的方法与研究进路。

０５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十六辑）

瑘瑦（接上页注）“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ｏｕｒｉｓｍ：Ａ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ｌｉｎ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ｕｒｉｓｍ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０．２ （２００５）：３１ ４１；以及 Ａ． Ｓａｙｅｒ，“Ｆｏｒ Ｐｏｓｔ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ａｒｏｃｈｉａｌｉｓｍ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ｉ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牶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 Ｅｌｄｒｉｄｇｅ，Ｊ． ＭａｃＩｎｎｅｓ，Ｓ． Ｓｃｏｔｔ，Ｃ． Ｗａｒｈｕｒｓｔ，ａｎｄ Ａ． Ｗｉｔｚ （Ｄｕｒｈａｍ：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８３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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